
·141·

清末民初京沪诗坛地位的转移

——以结社为中心的讨论

邱    睿
（西南大学  国际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清末民初的辛亥革命、袁世凯帝制、张勋复辟等一系列政治事件造成了一大批文人在北京和上
海这两个城市空间迁移，也随之造成了文学地理版图上新的文人群体分布。文人群体在新的地理空间的聚合

也衍生了各种文人结社，这展示了文人们以群体的方式参与到新的文学语境的建构之中。诗社的地理分布变

化展现了波谲云诡的历史时段中文人心态的复杂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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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是一个敏感的文学时间，这个时间

承载了文人身份的巨大转型，当一系列更改历史

的事件发生时，文人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社会身

份和文化定位，当然也包括自己的空间处境。在

清末民初这个特殊的时段里接连发生了辛亥革

命、袁世凯帝制、张勋复辟等政治事件，在这个

过程中，文人也因为各种原因在城市之间迁移，

这造成了文学地理版图上新的文人群体分布，并

衍生出了各种文人结社，也构成了新的文坛生态。

清末民初的文学地理空间版图的焦点无疑是

北京与上海。北京和上海是清末民初文人汇聚最

多的两个城市。但这两个城市涵育的完全是两种

不同的文化，文人置身于这两个城市空间，与城

市文化的影响和被影响关系都是迥异的，故文学

创作的产出样态也各具特色。本文聚焦于清末民

初重要历史事件下的北京、上海的诗歌社团，关

注当时诗坛生态构型的内因。

一、辛亥革命前后的京沪诗坛：图新与
革命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这

个事件的前后，北京和上海以其鲜明的城市政治

文化趣味吸引着不同的诗人群体。北京作为王朝

的中心，正在经历鼎革前后的巨大政治落差；而

上海因其特殊的地理优势成为革命文人、遗老、

富商结社的渊薮。京沪诗坛在政治事件面前标举

着各自的政治趣味，这也反映在诗人的结社活动

之中。

（一）北京诗坛的王朝挽歌：庚戌诗社、辛亥

诗社

辛亥革命之前的京师诗坛曾有一度繁荣，因

为这一时期京师聚集了大量的政客诗人，他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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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曾因为1898年戊戌政变的失败而被外放，这些

政客诗人的离开造成了京师诗坛的“十年萧寂”。

但是在辛亥革命这场暴风雨到来之前，清王朝也

有着山雨欲来之前的预感，希望采取措施挽救王

朝的颠覆，又纷纷起用外放官员，于是辛亥前的

京师诗坛汇聚了一批政客诗人，他们虽然没有为

垂暮的清王朝带来政治上的中兴，却造就了清亡

之前诗坛的最后繁荣。陈衍如此形容这一时期的

诗坛面貌：

都下诗人，十余年来颇复萧寂。自余丁

未入都，广雅相国入枢廷，樊山、实甫、芸子

俱至，继而弢庵、右衡、病山、梅庵、确士、子
言先后至。计余居都门五年，相从为五七言诗

者，无虑数十人。讨论之契，无如赵尧生（熙）、

陈仁先（曾寿）；进学之猛，无如罗掞东（惇
曧）、梁众异（鸿志）、黄秋岳（濬）。［1］卷一 

陈衍于1907年春入京，由学部任命在总务司审

定科兼参事厅行走，并兼主京师大学堂经学讲

席，他入京后很快成为京师文酒之会的中心人

物。陈衍“居都门五年”的日子里，逐渐形成以他

为核心的京师交游网络，既有唐诗派的诗人，如

樊增祥、易顺鼎；又有宋诗派诗人，如赵熙、陈

曾寿，并且陈衍还着力培养了一批弟子，成为这

一时期京师诗坛一股后劲之力，如罗掞东、梁众

异、黄秋岳。

这个诗人群体组织诗社频繁雅集，成为辛亥

革命前京师诗坛繁荣的最突出表现，他们在庚戌、

辛亥年均有诗社之举。庚戌年（1910）成立庚戌诗

社，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载录道：“庚戌一春，

尧生、瘦唐、刚甫、毅夫、叔海、东诸同人创为诗

社。上巳余与叔海为主人，集于天宁寺，晚饮于

余寓斋。”［1］卷一诗社成员包括陈衍、赵熙、胡思敬、

江瀚、江庸、曾习经、罗掞东、胡琳章、陈宝琛、

郑孝胥、陈衍、林纾、江瀚、罗惇曧等［2］208，这些

成员多为京师名士。

辛亥年（1911）的十一月清王朝被革命者推

翻，而这一年的前半期京师的文酒之会却极其鼎

盛，“是年文酒之会愈盛”［2］215。辛亥诗社在这一

年的正月至五月间聚会频繁，陈衍的年谱中均有

详细记载。诗社以京师名胜特别是古刹作为集会

之所，故梁鸿志诗有“社集如游僧，旬月遍诸寺”［3］

之说。雅集多留有诗画，极尽文酒风流之胜，据

林纾记载：“辛亥春，罗掞东集同人为诗社。社集

必选名胜之地，每集必请余作画，众系以诗。”［4］

序在频繁而颇具文人趣味的诗社雅集中我们体验

到辛亥革命之前京师诗坛的盛况。

但是我们也留意到，雅集诗歌的情绪充满了

风流自赏之外的伤感，诗歌中弥漫的不是太平盛

世的闲适自得，而是在变世之前事无可为的无奈。

整个王朝已经处于覆亡前夕，但是这群汇聚京师

的官员对于重振朝纲却有心无力，只能萧寺赏花，

寓庐徵酒。所以，在王朝大变革之前的京师诗坛，

表面上一派诗酒流觞的繁华，但是这种盛景背后，

却是末世的辛酸与无奈。

（二）上海诗坛的新兴革命群体：南社

当京师有庚戌、辛亥诗社之举时，在南方正发

展着一个具有不同政治趣味的文人社团——南社。

辛亥革命之前的两年，即1909年，当京师的

政客诗人在名刹和寓庐开始雅集时，19位文人①

也在苏州城外虎丘山下的张东阳祠开始了其第一

次雅集。这场看似普通的文人聚会，却掀开了近

代最大的文人社团的历史，这个社团名叫“南社”。

南社的名称，已然包含了结社的意图，那就是“南

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5］。南社与同盟

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宗尚一致，可谓

为同盟会的文字机关，此次雅集的19人中有14

人都是同盟会会员。

此后南社的活动中心转移至上海。南社可考

的18次雅集，以及4次临时雅集，除了第一、二

次及1915年西泠印社雅集分别在苏州、杭州举行

外，均举行于上海。第一次雅集地选择苏州，显

示了南社对于历史的某种态度，举行雅集的苏州

张公祠纪念的是明末抗清殉节的苏州巡抚张东

阳，苏州虎丘则是复社千人大会的举行地，南社

成立之初需要礼敬民族节操，也需上溯“几复风

流”，这种历史的征引使得苏州成为南社成立的

首选地，上海却无法承担这样的历史含量。但是

南社要壮大，特别是想要成为影响全国的大社团，

需要上海这座文化新宠城市的鼓扬，这是苏州无

法提供的资源优势，故上海成为了南社的核心活

动场域。

南社中的反清志士聚集上海，首先缘于上海

特殊的租界文化。1863年，美国领事熙华德（G.F. 

Seward）在与上海道订立的美租界划分章程中表

①参加虎丘雅集的19人为：陈巢南、柳亚子、朱梁任、庞蘖

子、陈陶遗、沈道非、俞剑华、冯心侠、赵厚生、林立山、朱少屏、

诸贞壮、胡栗长、黄宾虹、林秋叶、蔡哲夫、景秋陆、张采甄、张

季龙。其中，张采甄、张季龙为来宾，其余17人为南社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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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中国官厅对于美租界内中国人民之管辖权，

吾人当绝对承认，惟拘票非先经美领事加签，不

得拘捕界内任何人等。”［6］1021866年公布的《上海

法租界公董局组织章程》第十六条也规定：“任

何外国法庭或审判官，如未得法国总领事之核准，

及其所辖巡捕房之协助，不得出票去法租界内拘

捕各该管之外国人。”［7］415各种章程使得租界具有

特殊的“缝隙效应”①，故而租界的“庇护”有时成

为可以利用的资源。戊戌变法前后，维新党即利

用上海的租界条件作为活动之保护，到了辛亥革

命前，上海再次成为革命党的舆论策源地。1911

年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总部设

于上海，正是意图利用租界为革命提供保护。南

社诸子在南社成立之前即多汇聚于上海，在媒体

上为反清造势，出版了《苏报》《国民日日报》《俄

事警闻》等，而海外反清刊物也多由上海流传内

地，如《新广东》《湖北学生界》《汉声》《湖南》《游

学译编》《江苏》《浙江潮》等。

上海的特殊氛围涵育了南社这个反清文人团

体的诗歌精神。南社出版有定期的刊物《南社丛

刻》，诗人们的很多反清作品都刊布其中，成为清

末极具特色的社团刊物。顾颉刚曾这样回忆当时

阅读南社作品的感受：“那时革命的文学团体，

是陈去病（弃疾）和柳弃疾（亚子）所领导的南社，

他们俩都是江苏省吴江县人，为了他们激昂的宣

传，江浙一带的文人都闻风响应，做起慷慨悲歌、

愤世嫉俗的诗来。⋯⋯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和

上海一般报纸偏重黄色情调和滑稽趣味的迥然不

同，使得我们做中学生的仰望之若神仙。”［8］南社

诗文中蕴含的革新理想和激昂精神与清末上海报

界的氛围形成对比，南社的崛起意味着一股新鲜

力量在沪上的生成。南社以其文字宣传作为同盟

会政治活动的支持，成为反清的一股劲旅。

南社在辛亥革命之前已逐渐形成规模，在反

清旗帜之下聚义者越来越多，1911年2月第一次

《通讯录出版》，社友著录有193位。南社入社标

准强调气节与文学，且更重气节，“品行文学两

优，得社友介绍者，即可入社”［9］23。南社迅速成

为沪上引人注目的革命文学社团。

二、两地的遗老结社：遗与不遗的尴尬

（一）沪上遗老的故国之思：超社、逸社

王朝的鼎革，造成了一批身份尴尬的人物，

他们坚持对清王朝的忠诚，拒绝接受已经成立的

民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捍卫着和王朝一起存在过

的文化体系，他们被称为“遗老”。上海的租界环

境在辛亥革命之前给革命者提供庇护，辛亥革命

后又成为清遗老们的“避秦桃源”。上海最著名的

遗老诗社是超社、逸社。

超社起于癸丑年（1913）旧历二月二十二日，

原拟于二月十二日，即小花朝日举行第一次雅集，

因追悼隆裕太后而展期十天，这也可见遗老的忠

清情结。超社成员有瞿鸿 、沈曾植、缪荃孙、左

绍佐、吴庆坻、王仁东、周树模、陈三立、吴士鉴、

林开謩。其中以缪荃孙年最长，奉为祭酒，瞿鸿

因在前清官位最高，故出面作召集人，而积极

主事者为樊增祥。

超社之名得自瞿鸿 在长沙归隐时所筑“超

览楼”的命意，“超”字展示了遗老们不问世事，

沉酣诗酒的生活态度，所谓的“本乏出人头地之

思，而惟废我啸歌是惧”，超社每月一聚，以书画、

诗钟、击钵等活动为内容。

超社在1913年的雅集颇为频繁，常常一月

多聚。但很快便可发现，超于世外只是遗老结社

的标榜，“超”只是存在于其诗歌想象世界。此后

的遗老行为并不是置身事外的遗逸态度，大多

遗老心中并未放弃“中兴”的希望。到了甲寅年

（1914），超社活动便不似上一年那样频繁。这一

年袁世凯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内阁制为

总统制，广揽前清遗臣入京任职，为其帝制造势。

这对于上海遗老来说是一次抉择，超社诸子也面

临“仕”与“不仕”的决断，有的遗老如瞿鸿 坚

辞不仕民国，“北京政府遣使具币邀请入京，任为

参政，却之”［10］771。沈曾植也拒绝征召，“累岁项

城聘问不绝，公不应，对使者曰：得之于天，还

之于天，不召自至。本年项城又有史馆总纂之招，

谢之”［11］61。但是也有遗老进京参加了袁世凯政

府，比如樊增祥，他不顾遗老群体的耻笑“绝裾而

行”②。超社中除樊增祥外，周树模、吴士鉴、左

绍佐也没有继续停留在海上超然世外的诗歌世界

①“缝隙效应”之说见熊月之：《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9版，第四章。租界固然有碍民族情感，然对其管辖缝隙的

利用也造就了革命之保护。对于租界的双重意义，参见熊月之：

《“国中之国”与进步活动中心》《论上海租界与晚清革命》，见唐

振常，沈恒春主编：《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②语出：“樊云门方伯增祥，亦毅然入都供职，其妇尼之，

绝裾而行。公欲以鹧鸪天一阕嘲之，但得首句云，从此萧郎是路

人。”参见王蘧常：《清末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谱》，台湾商务印书

馆1982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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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而进京投于袁世凯幕下，缪荃孙也应清史馆

之招出为总纂，这场风波之后的超社便人去园空

社事停滞。超社也被人戏谑为“闻召即走”①，徒

贻笑柄。

超社无形解散之后，乙卯年（1915）在留沪遗

老瞿鸿 的号召下社集重开，将“超社”更名为

“逸社”。人员方面有：瞿鸿 、冯煦、缪荃孙、吴

庆坻、王仁东、陈三立、陈夔龙、王乃徵、沈瑜庆、

朱祖谋、杨锺羲、张彬。在原有留沪遗老基础上，

又加入陈夔龙、王乃徵、朱祖谋、杨锺羲、张彬等

新成员。此时的主持者为沈曾植，比之超社时代

的多聚于樊增祥的樊园，逸社雅集多会于沈曾植

的海日楼和陈夔龙的花近楼。

上海的遗老诗社仍然延续诗酒唱和的风貌，

虽然名字由“超社”更名为“逸社”，但并无实质

变化，社团对于政治的敏感未曾稍减。在袁世凯

日紧一日的称帝活动中，遗老的复辟谋划也在暗

中进行。当1917年张勋复辟闹剧上演时，逸社成

员也多有参与，如逸社的核心人物沈曾植就北上

参与张勋复辟：“春，项城称帝号，天下骚然，初

公已洞烛其逆迹，谋有以覆之，至是谋益力。与

康更生有为等往来擘画，常夜以继日。”［11］65逸社

诸子因为积极参与复辟活动而无心于诗社雅集，

于是逸社再次重复超社的命运，在政治活动中趋

于瓦解。

逸社在1917年的复辟活动中趋于停顿，三年

之后，即1920年秋，蛰居的沈曾植到南京清凉寺

追悼梁鼎芬，遇到陈夔龙，两人颇为感伤，有重

举社事的提议。陈夔龙述及此事：“乙庵三年不

见客，秋吊梁髯，曾唔于清凉寺，爰有重开逸社

之约。”［12］卷一而遗老诗群也在1917年到1920年这

三年间发生了人事的代谢，戊午年（1918）三月十

五瞿鸿 卒，九月二日沈瑜庆卒，己未年（1919）

十一月一日缪荃孙卒。这三位遗老的故去大大削

减了遗老诗群的力量，也使得新举的逸社一开始

就意味着一种同名实异的状况。

（二）北京诗坛的复杂谱系：春社

辛亥革命后，上海成为了遗老的避秦桃源，

但是很快袁世凯称帝的步伐打乱了遗老们雅集的

兴趣，遗老们在新的政治局势面前选择不一，而

这种各异的选择也造成了京沪诗坛的遗老名单重

新调整。

袁世凯称帝之前，曾召集前清旧臣入都任职，

这样北京文坛又出现了旧雨相逢的局面，这些在

辛亥革命后离开京师的政客诗人又再度重聚，一

方面希图继续政治理想，另一方面则重拾“庚戌

诗社”“辛亥诗社”的雅集之举。他们在1915年组

建了“春社”，“社建于暮春之初，故以春名”［1］207。

陈衍曰：“今年三月一日，寓庐有春社之集，集者

樊山、笏卿、沈观、叔海、实甫、确士、 斋、众异、

秋岳并余十人。”陈衍在诗话中将春社第一次雅

集诸人之诗节摘编排，“以当一篇序记”。②

春社仍然以陈衍寓庐为集结地，似有意承续

庚戌、辛亥小秀野草堂的人文景观。春社诸人多

是辛亥革命前陈衍小秀野草堂的座上客，大家的

聚合难免会有一种回忆的参照。然时事迁移，物

非人也非，春社缺乏辛亥诗社排日饯饮的盛况，

也无复“飞英会”的诗性盎然。陈衍的同光诗派主

盟者的身份，更多体现在他的《石遗室诗话》的写

作中，而不是具体的诗歌活动组织。陈衍除了参

加过春社第一、二次雅集外，并不热衷于其活动。

相对于参加具体的诗社活动，这时的陈衍更热衷

于写作诗话，把他对辛亥革命前京师文坛的辉煌

记忆、对同光体的理解写入他的鸿篇诗话中。③春

社的活动相对来说是落寞的，京师诗坛并未因为

樊增祥等人的到来而有所振作。

因为陈衍在京师的号召力，他成为了春社的

召集人，但春社主盟者实为樊增祥，他为春社社

长，陈衍有《戏呈樊山社长兼示一厂同社》一诗，

以社长称樊。樊增祥来自上海，和他一起从上海

北上加入春社的诗人还有左绍佐（号笏卿）、周树

模（号沈观）、吴士鉴（号 斋），他们四人均是沪

上著名遗老诗社“超社”成员， 斋诗云：“三年

社帜树海曲，我亦 追履 。”［1］207这一句涉及

诗社中樊山、笏卿、沈观及 斋在上海结超社之

事。樊增祥、左绍佐、周树模、吴士鉴本为超社成

员，这样春社的十人中有四人来自上海，使得春

①章一山在《答金雪孙前辈书》中写道：“上海壬子以来，故

有超社十人，轮流诗酒。甲寅一年，出山者半。王子观察存善戏

谓：超字形义，本属闻召即走，此社遂散。”参见郑孝胥：《郑孝

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572页。

②诗题为《三月一日于东城寓斋为春社首集，集者樊山、沈

观、笏卿、叔海、确士、实甫、 斋、众异、秋岳并余十人，约各

为即事诗一首，次日沈观诗先成，次韵示同社诸君》，参见陈衍：

《石遗诗集》，清光绪至民国间 1875刻本，卷七，第2页。

③《石遗室诗话》是从1912年应梁启超《庸言》杂志之邀开

始写作，至1914年夏《庸言》停刊，共刊行诗话十三卷。1915年

陈衍又应李拔可之邀继续诗话的写作，刊行于李主编的《东方杂

志》，至1918年，共刊行十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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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与上海的超社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这些沪上诗人和在京诗人的重组，使得春社

有着一种微妙的社团氛围。樊增祥等人到京本来

有自己的政治考量，和陈衍等人也有所异趣；诗

社中樊山、笏卿、沈观及实甫又为楚人，这种微

妙的地缘关系，也使得诗社有着地域上的派别意

识。①春社体现了袁世凯称帝阶段京师诗坛的复

杂面貌，文人的诗歌关系往往有着政治的内里。

三、民国初年的京沪诗坛：政治身份与
文化态度

（一）北京诗社的政治怀想：瓶社、著涒吟社
己未年（1919）京师成立了瓶社，这个社团由

孙雄发起，主坛坫者为郭曾炘，以庆祝翁同龢的

九十生辰为由在陶然亭举行了第一次雅集。到者

三十二人，多为翁同龢的故旧，尤以门生为多。②

在京师，存在着以庆祝前贤生辰为由举行雅集的

传统，瓶社的设立也是一种对于传统的模拟。杨

济谈到：“四月戊寅，实公九十生辰，其门弟子孙

吏部雄，效七月五日祝高密郑君故事，为会于京

师之陶然亭，以祀公。”［13］149 

然而这个诗社的设立不仅在于一种对于传统

风雅的模拟，其创立的1919年，距翁同龢去世已

然十六年，此时成立瓶社的意味颇值得考量。首

先，需要了解作为瓶社精神偶像的翁同龢所具有

的历史符号意义。翁同龢（1830—1904），江苏常

熟人，号叔平，字声甫，晚号松禅，也号瓶庐居士。

咸丰时中状元。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

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并任光

绪帝的授读师傅。翁同龢作为清末的一位关键历

史人物，与那一段王朝末世关联甚深，于是对于他

的纪念正成为回顾历史的一个理由，瓶社诗人纷

纷在诗歌中感叹王朝的黍离沧桑。邵瑞彭写道：

“人物同光委劫灰，先朝玉殿亦蒿莱。”［13］126宗威

感叹：“今日一樽同话旧，故宫禾黍怆宗周。”［13］129

丁祖荫诗曰：“同光遗事谁能说，浪道人间书画

师。”［13］132

而在对于翁同龢的纪念中，大家不仅仅是闲

话沧桑，更重在通过回忆历史表达自己的政治态

度。特别是面对民初的政局，当追究混乱的原因

时，大家习惯于从历史中去寻找最初的缘由，回想

起1884年那场战争，认为这场战争动摇了国家的

根基。当时以翁同龢和李鸿章为代表的主战派和

主和派有过激烈的政治交锋，对此杨济如此总结：

议者往往以甲午之役为公病，余于是乎

不能无说。惟时东邻以三岛之强冯陵上国，

虔刘我边陲，睥睨我臣民，凡有血气，莫不愤

怒。公以为尊君攘夷人同此心，遂发愚民，斗

于一战。固不虞人之利其灾而媒孽其后也。

国之大炳不在于公而在于人，征兵不至，至

则不行，行则无械，宿将为壁上之观，雄镇无

糇粮之助，是孰致之然哉？［13］149

杨济提到了主战派“国之大炳”不在手的尴尬，

他们缺乏对于将帅的控制权，以及后勤保障的支

配权，主战而无力主导战争，却在战败后承受了

所有的指责。这种遗憾在瓶社诸子诗文中是意欲

发覆澄清的。李岳蘅甚至做出一种大胆的历史假

设：“倘平东卷鲸鲵浪，焉有南飞乌雀行。废垒枉

劳图阵演，寒沙谁解唱筹量。”注曰：“甲午之役，

公力主战，起用刘锦棠部署，将行数日间，一病

不起，后之将帅均不得其人。论者谓当时苟得知

兵之将，用命之士，坚持三月，敌不能支，必无割

地赔款之事也。”［13］136在李岳蘅看来，苟若翁同

龢当年能顺利地推行自己的战争部署，将帅所用

得人，与敌死战，或许不会有割地赔款的民族创

痛。瓶社诸子固然有回护翁同龢的意味，但是也

表达了清末以来对于政局的看法。

谈到翁同龢不可不论的还有1898年那场让

诸多士人心存遗憾的变革运动。戊戌维新被视为

清王朝最后一次变革机会，却在短短百日之后被

后党镇压下去，翁同龢作为光绪帝的老师一直是

变法的积极推动者，他的外放在当时被视为帝党

失败的信号。当1919年瓶社诸子回忆这段往事时

不免生出王朝更迭的沧桑。孙雄对于二十年前老

师离京的场景记忆犹新：“廿年前事犹如昨，祖饯

都门泣数行。”［13］115俞钟銮在此提出翁同龢生日

的更多层次的历史感触：“罢官适生日，家国两可

记。”［13］131翁同龢罢官出京时正值其生日，这也让

以庆祝生辰为理由的瓶社诸子有了更多的历史记

①据杨萌芽研究，辛亥诗社以闽派和粤派诗人为主。而辛亥

诗社是庚戌诗社的扩充，其中郑孝胥、陈宝琛、林纾系陈衍邀请

入社；温肃、潘博系曾习经邀请入社。而这两个地域的诗人中宗

宋者居多。参见杨萌芽：《都下雅集：陈衍等宋诗派成员清末在

京师的文学活动》，《中州学刊》2008年第5期。

②瓶社第一次雅集人员无载，诗录第一卷作者可考者共计

28人：孙雄、吴昌绶、王照、邵瑞彭、徐元绶、邓镕、朱嶲瀛、宋

伯鲁、宗威 、张一麐、俞钟銮、丁祖荫、寿玺、姚宗堂、张素、连

文澂、李岳蘅、易顺鼎、齐耀琳、夏孙桐、王存、郭曾炘、张兰思、

杨廙、杨济、王式通、关赓麟、周绍昌。

清末民初京沪诗坛地位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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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而且伴随老师的罢官，这些故旧门生当时也

多受牵连，这是回忆时绕不开的亲身遭际，张素

就曾提及“门生及故吏，贬散亦不存”［13］135。

瓶社在一种历史追怀中开始其结社，不仅是

要延续京师诗坛风雅，更是要借此追怀历史，将民

国的现状与清末的政治事件相联系，以此建立政

治与历史态度的关联。瓶社本有“岁岁以时会集，

讲习盍簪，垂于不替”的打算，然仅见两次雅集记

载便归于沉寂。虽然结社并未绵延久长，但其展露

的北京诗坛浓郁的政治怀想氛围却颇有代表性。

京师诗社弥漫着一种政治的追怀，这一点著

涒吟社也体现得较为典型。著涒吟社由沈宗畸于

戊申年（1908）创立于京师，其创社之旨本在于

同道之间的文化交流，据《著涒吟社同人录序》

载：“岁戊申，番禹沈子于京师肇立吟社，锡名

著涒，纪年也。名流墨客，景附云属，曾不逾月，

达百余人。来者未艾，杰搆抄传，屑玉唾珠，一

时纸贵。”［14］191

从著涒社的创立时间来看，与庚戌诗社和辛

亥诗社颇为相似，在王朝的末期，京师文人共同

制造着诗坛的最后辉煌。著涒吟社戊申年的同人

录载社员共计119名①，据同人录称这些文人的汇

集“曾不逾月”，可以想见当时京师诗社的壮观。

然民国三年（1914）的《著涒吟社同人小传》却展

示出这个社团的人事流转，时隔六年，同人小传

的社员录仅为12人，且社员构成也发生了较大变

化，12人中仅金绶熙、沈宗畸、张瑜、吴保琳、成

昌五人为1908年已然加入著涒吟社的老社员，延

青、陈霞章、嵩堃、周蕴华、萧亮飞、王祖馀、袁

祖光7人为新入社员，原有名单上的一百多位社

员的消失意味着清末民初的社会巨变对于这个

辉煌一时的京师诗社的冲击。此外，将1908年和

1914年的同人录作一对比，可以发现在社员信息

载录重点方面的变化（见表1）。

表1   1908年和1914年著涒吟社同人录之对比

《著涒吟社同人录》（1908） 《著涒吟社同人小传》（1914）

金绶熙，号绂青别号勺园，浙江桐

乡人，住嘉兴馆

金绶熙，号绂青号勺园又号绮佛，年五十八岁，浙江桐乡人，前官补用知府，著有

《清雅堂诗文集》《艳雪词钞》《勺园四种曲》，住北京虎坊桥天顺栈，通信处天津北

马路德馨栈

沈宗畸，号太侔别号二禹山樵，广

东番禺县人，住前青厂番禹新馆

沈宗畸，字孝耕号太侔又号南雅，年五十岁，广东番禹人，己丑举人，前官礼部主

事，现充交通部编辑员，著有《南雅堂诗词钞》，现住北京前青厂番禹馆

张瑜，号郁庭别号铁柱轩，顺天大

兴县人，住江擦胡同

张瑜，字二周号郁庭别号铁柱轩主，顺天大兴县人，年三十七岁，直隶大兴人，前

清布衣，现司法使幕中事，著有《天碧阁诗二卷》《铁花仙馆词》二卷，《六朝艳体

诗选》八卷，《谜海》二十六种计百卷，住北京崇文门内箭杆白胡同

吴保琳，号鹿詹别号新樗圃主，安

徽歙县人，住驴驹胡同

吴保琳，字林伯号鹿詹，年三十四岁，安徽歙县人，前官同知，著有《吴氏收藏书

画史》《古今伪书考》《补新安县吴氏诗文存续编》，住北京广安门大街果子巷聿居

胡同

成昌，号子藩别号寄沤，洲厢黄旗

人，住驴肉胡同

成昌，字子藩号顨厂，年五十五岁，奉天锦县人，戊子举人，前官四川夔州府知府，

著有《退来堂诗词钞》十卷，现住涞水县城内四松巷骆寓

将金绶熙、沈宗畸、张瑜、吴保琳、成昌五位

老社员在两份同人录中的信息进行对比，发现信

息的扩充展现了社团的某些微妙的政治态度的变

化。1908年的同人录所录信息包括成员姓名、字

号、籍贯、住所四项信息，1914年的小传则翔实

地记载了社员姓名、字号、年龄、籍贯、前朝科名、

①著涒吟社同人录，以入社先后为序，载社员119名：成昌、毓寅、瑞瑸、史曾培、宋传曾、王延钊、易顺鼎、袁祖光、唐嘉禾、张瑜、

陈之鼐、梁广照、张锡麟、叶恭绰、梁广宽、冒广生、杨鼎元、朱珩、万秉鉴、卓启堂、裴祖椿、刘桪、定信、阿麟、王树荣、梁照、俞寿松、

邵赞来、邬肇焜、唐鉴、金绶熙、王继述、熊大垣、金宗源、李承烈、王佺孙、张丙廉、贵贤、贵宝、福善、贾福慧、牟圻、田乐天、周传榑、

李靖国、嵩麟、李维藩、胡熙寿、张彬、谭祖任、赵调梅、崔鸿、汪如潾、李华、沙彦楷、刘荣禄、王春江、许江、博启图、沈仁垓、钟启贤、

刘国钧、金搢卿、秦琴、刘仰勋、王在宣、冷汝楫、江心镜、许元贞、李盛基、金葆贞、吴保琳、朱璞、钱耆孙、王震昌、汪应焜、龚元凯、

龚麟书、龚翼星、李国瑜、韩宝忠、冯永源、宋庆溶、什蒙额、谢汝赓、景鸿遇、罗兆凤、朱祖諴、王兆声、詹忠策、林淳永、关鼎勋、李权、

潘毓椿、丁传靖、余栥、孙浤泽、周行邍、蔡中燮、陈维湘、唐尚先、毕有年、于世珍、毛昌遂、白源曾、冯汝玖、张允同、邓纪千、沈尚善、

杨述传、廖润鸿、徐仁铨、陈栩、王其田、黄甲第、李伊沅、沈亚贤、沈宗畸、沈宗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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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朝官职、现职、著述、住所九项信息。1914年清

朝已然覆亡，在社团成员的信息中，却格外强调

前朝的科名和任职，使得这个社团的政治身份显

得较为突出。这个社团在对于功名和前朝官职的

强调中展示了他们在体认社团身份时的态度，他

们在对于前朝的追怀中维系着民国初年的诗歌关

系，其实也是一种源于清末的政治关系。

（二）上海诗社的文化感怀：淞社、鸥社

沪上的诗社在民初也在经历着王朝鼎革后

的政治调适，但是相对政治中心北京，上海的政

治气息没有那样浓郁，沪上诗社在民初甚或开始

淡化政治身份的标识，开始用一种文化态度来凝

聚诗人群体。清末上海最激进的革命文人群体南

社，在民国成立后也经历了其社团的变迁。当反

清的社团政治目标实现后，文人的政治迷茫让这

个社团在人员构成上也不再以政治态度作为准

的，南社与沪上各种文人群体之间有了交集，这

种沪上诗歌版图上人员的交融呈现了一种新的诗

坛面貌。在此以淞社、鸥社与南社的关系来观察

这一段人员交集背后的文化心态呈现。

淞社由周庆云于民国二年（1913）已创立，止

于民国十四年（1925），前后延续达13年，总共举

行了57次社集。先后入社者有金粟香、许子颂、

缪艺风、沈絜斋、钱听邠、吴苍硕、叶鞠裳、王息

存、刘谦甫、杨诚之、王旭庄、褚稚昭、李梅庵、

郑叔问、李审言、刘语石、施琴南、汪渊若、李橘

农、戴子开、吴子修、金甸臣、钱亮臣、潘毅达、

汪符生、朱念陶、恽孟乐、李孟符、曹揆一、唐元

素、崔磐石、张让三、宗子戴、冯孟余、姚东木、

刘保良、李经畲、程子大、况蕙风、吕幼舲、陆纯

伯、刘聚卿、张砚孙、胡幼嘉、潘兰史、孙恂如、

徐仲可、钱履樛、张石铭、费景韩、王静安、王叔

用、洪鹭汀、陆冕侪、吴颖函、缪蘅甫、白也诗、

长尾雨山、喻长霖、曹恂卿、章一山、恽季申、陶

拙存、杨仲庄、胡定丞、徐积余、杨芷夝、童心安、

赵叔孺、恽瑾叔、俞瘦石、诸季迟、姚虞琴、孙益

庵、褚礼堂、夏剑臣、赵浣孙、胡朴安、刘翰怡、

张孟劬、白石农、沈醉愚、戴翯皋、许松如、王莼

农、黄公渚。［15］50这个名单既有沪上的传统文人，

也有南社成员王莼农、胡朴安、徐仲可、潘兰史，

还有沪上著名遗老吴子修、缪艺风、王旭庄、章

一山。刊行的社团文献包括：《壬癸消寒集一卷》

《淞滨吟社甲乙集》《百和香集》《晨风庐唱和诗存

十卷》《甲乙消寒集》《晨风庐唱和续集十二卷》。

淞社的主盟者周庆云（1864—1933），字景星，

号湘舲，又自署梦坡，湖州南浔人。周庆云家资

饶富，这足以使他有条件主盟风雅。当他因辛亥

革命避难上海之后，其寓所“晨风庐”便很快成为

沪上文人雅集的去处。以富商身份号召风雅，本

是江南之传统。元末顾瑛的玉山草堂、清代扬州

的马氏小玲珑山馆等都是以商结文的典范，周梦

坡可谓民初沪上的代表人物。

周梦坡曾自述其创社因缘：“当辛壬之际，

东南人士胥避地淞滨，余于暇日仿月泉吟社之

例，招邀朋旧，月必一集，集必以诗，选胜携樽，

命俦啸侣。或怀古咏物，或拈题分韵，各极其致。

每当酒酣耳热，亦有黍黎麦秀之歌生去国离乡之

感者。”［16］周梦坡希望借结社让避难沪上的诗人

们聚集在一起抒发异代之感，共同渡过沪上孤寂

的客居岁月。但是周梦坡的淞社和超社、逸社的

遗民态度不同，他更倾向于一种鼎革沧桑的文化

感怀，他既没有超社、逸社那样强烈的政治心绪，

更没有南社那样的政治期待，他很大程度上在根

据自己的艺文兴趣联结同人。正如刘炳照《晨风

庐唱和诗存》序中谈到的：“梦坡伉爽，有经世才，

治世余闲，嗜琴酣酒，而尤癖于诗。”［15］70淞社是

周梦坡闲暇的文化寄托，那份庞杂的社员名录也

展示了晨风庐访客的文化身份以及被淡化的政治

标识。

南社中人不少也是周梦坡晨风庐中的常客，

他们参与周梦坡主持的淞社雅集，创作的作品不

少还载于《南社丛刻》中，这是一种有趣的诗社

间的交流，也使得淞社与沪上著名的革命文人社

团之间有了交接。周梦坡晨风庐的南社常客有潘

飞声、徐珂、王莼农、胡朴安、白炎等。值得注意

的是，这些南社社友中，王蒪农、胡朴安、白炎

既热心淞社雅集也是南社雅集的积极参与者，而

潘飞声和徐珂频繁出入晨风庐却从未与身沪上

的南社雅集，他们的活动体现了沪上文人结社的

某种特点。

潘飞声（1858—1934）是沪上雅集的积极参

与者，时人称他：“诗情酒胆，豪兴无匹，海上诸

名流遗老，每举诗社，必邀与俱，有座无此公四

座不乐之慨。”［17］潘飞声也自述其沪上生活：“今

老隐海滨，闲与二三遗老，品评于炉香茗盌间，

回溯沧桑，人琴无恙。”［18］3330潘飞声鼎革后正是

沉浸于一种与遗老们闲话沧桑的生活中，而与革

命文人社团南社的交集更多是源于热衷结社的兴

清末民初京沪诗坛地位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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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而非政治态度的相谋。

南社的另一位名士诗人徐珂（1869—1928）

也乐于参加周梦坡的雅集，其诗歌中反复呈现的

都是一种异代的沧桑，“几触沧桑感，东京数物

华”［19］4，“留眼见沧桑，及时且秉烛”［19］11。徐珂

鼎革后的诗歌几乎没有出现过南社诗歌那种剑拔

弩张的革命激情，他加入南社更多也是出于一种

文人结社的名士作派。胡朴安对潘飞声的评价，

同样也可以用来评价徐珂：“隶籍南社也，只以

诗文唱和之故，无有其它意义。”［20］102

沪上文人的一人多社情况值得探究，列名社

籍和实际的结社活动应该两观。淞社与南社的交

互性体现了鼎革后沪上文人对于结社的某种态

度，徐珂与潘飞声恰为代表。他们列籍各种文社，

但是他们并不在意其政治标识，而是按照自己的

文化趣味选择结社。

诗社展示出一种政治身份的淡化和文化态度

的融通，还典型地体现在鸥社（1919—1922）身上。

鸥社首次雅集成员共11人：傅尃、胡朴安、胡寄

尘、汪子实、王莼农、宋痴萍、汪兰皋、潘兰史、

陶小柳、孙小舫、徐仲可。其中，除了孙小舫均是

南社社友。①且鸥社兴起与南社社员傅尃到沪有

关。傅尃的故乡湖南醴陵在1918年遭受严重兵

祸，祸首乃为时任湘督的张敬尧。傅尃等人搜集

张之罪状前往上海争取南北议和团的支持，开展

“驱张运动”。南社社友也因傅尃的到来重温了南

社辉煌时期的斗争锋芒：“南社集会，自为周实

丹殉义集会以后，激昂慷慨之气，渐渐沉沦，至

民国八年、九年，无复声矣。兹集亦稍见南社当

年之精神也。”［20］169傅尃到沪使得南社旧友重燃

了革命激情，鸥社也作为南社的分支社团与傅尃

等人在沪的反军阀活动相始终。

当张敬尧被成功逐出醴陵，傅尃也于1920年

7月返回湖南，此后便未再到沪，也没有再参加过

鸥社的雅集。此后，鸥社逐渐淡化了革命社团的

意味，不再那样激愤时事，请愿呼号，而是呈现

出一种与沪上社团相融合的特点。文化革新的浪

潮让旧式文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凋零生出共同的担

忧，在这种时代氛围下，大家摒除曾经壁垒分明

的政治分野和诗歌宗尚，开始在一种对于文化的

共同体察中彼此走近。

鸥社社友中胡朴安、王莼农、汪兰皋、徐珂、

潘飞声均是淞社雅集的常客，而他们的鸥社雅集

也时常延引淞社成员列席。辛酉年（1921）鸥社的

第33次雅集在正月初四日这天，正好是清代著名

布衣诗人黄仲则的生日，潘飞声邀请社友们到杏花

楼雅集。潘飞声记载了参加雅集者的名单：吴昌

硕、恽季申、陶拙存、周梦坡、徐积余、杨子琴、朱

念陶、恽堇叔、徐仲可、汪兰皋、汤伯迟、胡朴安、

汪子实、黄宾虹、王莼农、蒋少华、童心安。［19］6其

中徐仲可、汪兰皋、胡朴安、汪子实、王莼农既为

鸥社社友，又隶籍淞社。此外，吴昌硕、恽季申、

陶拙存、周梦坡、徐积余、朱念陶、恽堇叔、童心

安均为淞社社友。潘飞声集中的诗歌未标明社集

的状况，然据徐珂之诗《兰史招饮杏花楼作鸥社三

十三集属以黄仲则丁丙正月四日自寿诗韵纪之》

记载，这正是鸥社第33次雅集。如无徐珂诗歌之

参照，竟或以为该集为淞社的某次雅集，因为淞社

社友的到场人数已经确乎“喧宾夺主”了。

至此，社团名称似乎只是一个软性的标志，

更重要的是一种当下体验的类似。这些士人多半

是固守传统文化的，他们不仅对于民国多变而混

乱的政治感到不满，对于文化革新的激进风潮也

不适应。他们对于“吾道沦亡”深致忧虑，不再计

较诗歌宗派和曾经的政治站队，而在文人结社中

共同坚守传统文人的文化理想。

四、清末民初的京沪诗坛版图与政局变迁

清末民初京沪诗坛的中心地位在不断迁移，

很大原因是由于一系列历史事件导致了大批诗人

发生地理位移。北京和上海在辛亥革命、袁世凯

帝制、张勋复辟等事件中扮演着不同的政治角色，

也成为诗人们或聚或散的理由。京沪诗坛诗人的

版图分布因此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这就导致诗

坛力量的变化。这个过程中诗社其实是各种诗人

群体的聚集样态，体现了清末民初文人的心态。

诗社的地理分布变化则展现了波谲云诡的历史时

段中文人心态的复杂历程。

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北京和上海的政治氛

围导致两地的诗人汇聚具有某种身份指向，北京

是政客诗人的聚集地，他们抱着对王朝的忠诚和

最后的图新希望在北京这座城市汇集。相对而言

的是一个因为特殊的租界效应发展起来的具有

①据鸥社发起者之一胡朴安的介绍：“民国九年，我们几个

在上海南社的朋友，由子实与我发起，组织了一个鸥社。”“诗中

所言之人，只孙小舫一人，非南社社员，是子实同事也。”参见曼

昭、胡朴安：《南社诗话两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

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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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政治和舆论自由的上海，那里从清末就汇聚

着各种王朝的反对力量，南社是其中的代表。北

京、上海两地的诗社成为一种政治上图新和革命

的反映。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之后，民国肇兴，政

治格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诗坛格局也面临重

整。辛亥革命之前京师诗酒雅集的盛况结束了，

这些京师的政客诗人无暇也无心再继续诗酒风

流的生活，他们有的离开了京师，削弱了京师的

诗坛力量，其中一部分人转而南下上海，因为上

海的租界可以提供革命后的安全庇护，于是上海

在辛亥革命后成为遗老诗人最大的聚集地之一。

然而上海最大的遗老结社超社、逸社却在袁世凯

称帝和张勋复辟的政治事件中风流云散。北京

方面，春社则映射了袁世凯称帝阶段京师诗坛的

复杂面貌。

梳理民国初年京沪的其他诗社，发现诗社成

员的构成也透露了两地的政治信息。在京的诗社

人员身份仍然带着浓重的政治味道，他们或在一

种具有共识的历史追索中结成诗歌的同盟，或是

在一种政治身份的回溯中完成群体身份的共建。

然上海的诗社却淡化了这种政治性的群体关系，

过去在政治上完全背离的群体之间也能在逐渐共

融的文化态度中走向诗歌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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